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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找到我”：助推高选择性
媒体环境下受众的新闻接触

新媒体拓展了传统媒体的传播空间，其个性化的特

征充分满足了信息消费者的细分需求，让受众成为主

导，拥有更大的选择权。在这种高选择性媒体环境下，

受众是更容易接触到新闻还是更容易回避新闻成为学界

争议的话题。西方学者对此进行了一系列讨论，涉及用

户界面设计、计算机算法、心理学与认知等多个领域。

目前国内这一话题的讨论还较少，将新闻接触置于新闻传

播学的框架下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随着抖音、快手、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流行，

我国受众在无意间接触新闻的概率大大增加。“新闻

找到我”是近年来出现的趋势，它意味着受众的新闻接

触或许是社交媒体的副产品，受众对新闻无意的接触不

断增多。但与此同时，推荐算法可能带来的“信息茧

房”、选择性接触等问题也可能使得受众更倾向于选择

自己喜欢的信息，回避不感兴趣的信息，进而加剧“回

音室效应”。针对这一现象，本文在文献梳理的基础

上，总结学界的观点，归纳新闻选择的情景，依据媒体

环境、新闻阅读情况、受众主观意愿的不同组合，提出

对策建议。

一、新闻选择：回避与接触

新闻选择有两种类型：新闻回避与新闻接触。根据

受众的主观意愿，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有意的回避、无

意的回避、有意的接触、无意的接触四种类型。

1. 新闻回避：有意的回避与无意的回避

新闻的选择性接触是指受众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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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地关注感兴趣的新闻，回避不感兴趣的新闻。与

选择性接触相关的一个概念是新闻回避。有研究指出，

在信息触手可及的当今，存在一大批不消费或只消费少

量新闻的人，[1]并将他们定义为新闻回避者、极简主义

者、非用户或间歇型用户。[2]

国外学者根据人们回避新闻的潜在原因，区分了两

种类型的新闻回避：有意的回避和无意的回避。[3]有意

的回避是指人们因为不喜欢新闻而有意识地避开新闻，

原因可能是新闻报道过于悲观、不信任媒体以及信息过

载。例如，刻意地取消浏览器的新闻推荐、关闭消息通

知和推送，或者避免订阅和关注某一新闻机构提供的新

闻等。无意的回避是指人们对其他内容的喜爱超过了新

闻本身，进而减少了对新闻的消费，这可能是由媒介信

息的不断丰富和算法的个性化推荐造成的。例如，微博

用户在查看热搜排行榜的时候，潜意识地关注娱乐性话

题，而忽视被官方强制置顶的硬新闻；在抖音、快手等

短视频平台上，满足于算法编制的“信息茧房”，仅沉

浸于观看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新闻回避被认为是新闻行业，甚至广义上的民主面

临的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随着新闻机构失去了新闻的

读者，民主也失去了公民参与的知情基础。这意味着新

闻媒体在内容和收入下滑的巨大压力下，专业新闻及其

重要的民主角色将被削弱，同时也会给公众的新闻接触

和政治知识带来负面影响。

2. 新闻接触：有意的接触与无意的接触

新闻的有意接触即受众在带有明确目的或爱好的情

况下阅读新闻，满足自身的信息需求。作为与有意接触

相对的概念，无意接触指的是受众并非出于获取新闻的

目的使用某一媒体，而是在使用媒体的其他功能（如娱

乐、通信）的过程中偶然接触到新闻。例如，在浏览微

信朋友圈的好友动态的同时，被微信联系人“投喂”新

闻。虽然目前学界主流关注的仍是受众有意接触新闻，

但对于传播学研究者来说，无意的新闻接触并不是一个

陌生的概念。

印刷时代，许多公开的大众出版物就将新闻与非新

闻内容捆绑在一起进行销售。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

社会学家伯纳德·贝雷尔森就指出，人们阅读报纸的原

因可能与新闻无关。后来，电视的出现形塑了人们线性

的时间表，如果人们在娱乐节目开始播放之前打开了电

视，或者之后继续收看电视节目，他们经常会发现自己

在不知不觉看新闻。[4]一些公共服务广播公司为了让受

众收听新闻，还会故意将新闻节目安排在高峰时段，从

而创造了受众更容易在无意间接触到新闻的媒介环境，

为受众提供获取信息的机会，进而尽可能减少知识差

距，提升受众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5]

几十年来，一些传播学者针对无意的新闻接触展开

了研究。比如，将无意的新闻接触放置在印刷和广播媒

体的背景下进行探讨，包括关于通过报纸和电视被动学

习的研究，[6]以及关于受众通过电视软新闻接触外交内

容的研究。[7]20世纪90年代中期网络的兴起，使得人们

对无意接触新闻的研究兴趣增加。对万维网的研究发

现，上网使人们在搜索其他类型的信息时更容易遇到新

闻，互联网会促使用户偶然接触到信息，进而促进学

习。如该研究发现，在1996年和1998年，相当大比例的

美国公众声称他们在互联网上接触到有关公共事务的新

闻，虽然他们上网的直接目的不是获取新闻，但是他们

对公共事务的了解增加了。[8]其后，社交媒体的普及让

人们对无意接触新闻的兴趣进一步高涨，因为研究者逐渐

意识到受众接触到新闻或许是这些社交媒体的副产品。

二、媒体环境：低选择性与高选择性

上述四种新闻选择的类型会随着媒体环境的变化而

变化，从传统媒体时代的低选择性媒体环境到新媒体时

代的高选择性媒体环境，受众的新闻选择也呈现出新的

特征。

1. 低选择性媒体环境：传统媒体时代

媒体环境所提供的内容是影响受众进行新闻阅读的

重要因素之一。[9]多样化的信息类型和内容为受众根据

自己的需求和爱好选择相关的信息提供了便利。在某种

程度上，媒体环境和所提供的媒体内容甚至决定了个人

动机对媒体接触程度的影响。[10]

在传统媒体时代，受众处于低选择性媒体环境中，

个人动机对新闻接触的影响比较有限。即便受众对政

治和时事不太感兴趣，也很有可能接触到新闻，因为刻

意避免新闻十分费力。电视为受众无意接触新闻提供了

一个便利的平台，电视等媒体容易把新闻和娱乐混在一

起，处于低选择性媒介环境中的人们倾向于习惯性地、

常常是漫无目的地观看电视，因此有很多机会接触并了

解政治新闻，即使他们没有积极地寻找这些新闻。这也

是为什么电视作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娱乐性的、可以悠闲

观看的非选择性媒体，曾培养了一大批无意的新闻受众。

爱看新闻的人是出于兴趣，不爱看新闻的人更多是

为了娱乐，把新闻当作电视的副产品。 [11]人们观看电

视的动机可能是出于娱乐消遣，与获取新闻无关，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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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看的过程中，他们还是接触到了新闻。有研究发

现，即使是这种偶然的新闻接触也会产生学习的效果，

使那些对新闻兴趣有限的个人对政治和时事有了更多的

了解，从而缩小了对新闻感兴趣和不感兴趣的人之间的

知识差距。[12-13]这种对新闻不感兴趣却获取了新闻的现

象被称为“陷阱效应”，因为这些人通过偶然接触新闻

而无意中陷入学习的“陷阱”。[14]

2. 高选择性媒体环境：新媒体时代

然而，近几十年来，媒体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可供选择的内容数量急剧增长，人们进入了高选择性媒

体环境。高选择性媒体环境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政治学

家马库斯·普赖尔正式提出。他认为，现在的媒体环境

是由不同媒体类型、媒体组织、媒体内容和呈现形态等

多个维度构成的。[15]有研究指出，高选择性媒体环境意

在突出“不同种类的媒介平台并存，不同类型的媒体内

容共生等因素共同造就的复杂媒介生态”。[16]

鉴于一种新的媒体形式的出现并非取代旧的媒体，

而往往是并存、叠加的。因此，在这种复杂的媒介生态

下，多种多样的媒体赋权受众从不同的信源获取信息，

并在此基础上产生观点，进行一系列社会互动，受众的

选择也带有了极大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伴随着媒体平

台和内容的丰富，手机和电脑等移动终端的普及使得受

众更容易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内容。

以我国为例，继传统媒体时代的报纸、广播、电视

之后，互联网的突飞猛进为新媒体的出现插上翅膀，首

先是BBS、天涯和人人网等门户网站，接着是微博、微

信等偏重图文特色的社交媒体兴起，其后是抖音、快

手等短视频平台的火爆。除了平台的变化，传播者也从

专业权威的新闻机构变为多样化的个人、自媒体、企业

媒体，产消合一，数字劳工也随之出现，传播链条由中

心放射状慢慢演化为复杂的网状。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

的普及更使得受众无时无刻不被暴露在海量的信息环境

中，也因此培养了一大批潜在的新闻受众。《第50次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

6月，我国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7.88亿，较2021年12月增

长1 698 万，占网民整体的75%。[17]

但是，网络新闻用户规模的扩大并非意味着新闻接

触的增加，考虑到各种类型信息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

烈，在用户的注意力有限的情况下，受众的新闻接触情

况如何变化成为一个争议的话题。不断数字化和高选择

性的媒体环境意味着用户偶然接触新闻与选择性接触新

闻的占比可能存在变动。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人们的新闻阅读是由传统大众

媒体的有限的渠道提供的。但是，随着网络媒体的出

现，可供选择的媒体渠道前所未有地丰富起来。人们担

心，从传统媒体时代的低选择性媒体环境向高选择性媒

体环境的转变，可能会加剧新闻爱好者和不喜欢新闻的

人之间的两极分化。但也有人持相反观点，认为社交媒

体的使用实际上与新闻阅读量的增加有显著的关系，即

使对于那些在社交媒体上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偶然看到新

闻的人也是如此。

三、高选择性媒体环境下的新闻选择

在高选择性媒体环境下的新闻，受众是更容易回避

新闻，还是更容易接触到新闻？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学

界主要有两派观点：悲观派认为高选择性媒体环境会扩

大知沟，导致受众在新闻阅读上形成两极分化，加剧信

息不对称；乐观派认为高选择性媒体环境反而能够缩小

知沟，带来全民阅读，提升整体阅读水平。

1. 悲观派：高选择性媒体环境会导致知沟扩大

虽然高选择性媒体环境极大地丰富了用户的信息选

择，但是高选择性并非一定是件好事。高选择性媒体环

境对受众的新闻阅读的影响也更为复杂，目前学界存在

两种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高选择性媒体环境会带来受众的两极

分化，在信息和知识获得上“富人变得更富，穷人变得

更穷”。 [18-19]长此以往，知沟就会扩大，互联网会加

剧对政治感兴趣的人和不感兴趣的人之间的信息和参与

差。这是因为一方面，在选择多的媒体环境中，新闻爱

好者可以阅读到比以往更多的新闻；另一方面，高选择

性媒体环境中受众的无意接触也存在减少的可能，因为

网络上各种各样的内容泛滥，对新闻不感兴趣的人则可

以轻而易举地逃避新闻，转向更多的娱乐内容，而不必

像以往一样只能守在电视旁边等待。[20]

这一信息差距拉大的担忧得到了部分实证研究的支

持。研究发现，随着不同类型的媒体内容供应量的增

加，越来越多的人可能回避新闻，[21]这意味着新闻寻求

者与新闻回避者之间的知识沟将越来越宽。一项对意大

利、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的在线调查研究发现，在排

除把社交媒体当作专门的新闻平台的用户的情况下，使

用社交媒体的用户比不使用社交媒体的人获得更多的在

线新闻来源，这种无意接触的影响对年轻人和对新闻兴

趣低的人更强，且YouTube和Twitter用户比Facebook用

户更强。[22]有学者探讨了无意接触新闻对政治参与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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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基于美国人口的代表性样本，他们发现在各种社交

媒体上无意接触新闻与受众的线下、线上政治参与之间

存在显著正相关。 [23]他们还发现，在线参与和无意新

闻接触之间的关系被娱乐和新闻的相对阅读比例调节。

所以，同样是在社交媒体上偶然接触新闻，新闻导向的

受众就比娱乐导向的受众的在线参与更多，因而他们推

论，无意的新闻接触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受众的知识沟。

其他研究也支持社交媒体会扩大有关政治信息的知识沟

的观点，他们发现Facebook和Twitter的使用，扩大了不同

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之间的政治信息差距。[24]

由此可见，不同教育背景、收入和兴趣程度的受众

在高选择性媒体环境下存在两极分化的可能性。值得注

意的是，这种知识沟的拓展可能会对受众的行为带来消

极影响，更多的媒体选择（有线电视和互联网）会扩大

偏好新闻和偏好娱乐的受众在政治信息和选举参与方面

的差距，并且对政治新闻高度感兴趣的人比不太感兴趣

的人体验到更大的参与收益。[25]

2. 乐观派：高选择性媒体环境会带来全民阅读

另一种观点倾向于乐观，认为高选择性媒体环境增

加了新闻的曝光机会，受众在无意间接触新闻的概率大

大提升，即便不爱看新闻的人最终也会加入全民阅读的

大营。

有学者指出，个人可以基于理性权衡其成本和收

益，特意去获取信息，因此对于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来

说，虽然大部分情况下，他们是不愿意专门花时间看新

闻的，但是他们还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将政治新闻作为其

他活动的副产品来收集。[26]这种获取新闻的方法包括直

接对经济状况和公共服务质量的亲身体验、与朋友和家

人开展关于时事的非正式对话、通过软新闻了解时事政

治或从媒体偶然接触到新闻进行被动学习。

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种方式——偶然接触新闻，这

种被动学习在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时代早已存在，进

入互联网时代可能进一步被放大。这是因为作为一种信

息工具，互联网的目的性是有限的，网络的某些功能会

使网民意外地遇到他们没有主动寻找的内容。而且，过

去几年数字媒体的变化和发展也表明，偶然接触到各种

类新闻的机会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新媒体的出

现，降低了在网络上制作、分发信息的门槛，由此产生

的信息繁荣使得受众无意接触新闻的机会大大增加。受

众通过社交媒体在无意间接触到政治新闻的这一现象备

受学者们的关注。目前不少研究发现，社交媒体是受众

无意接触政治新闻的重要渠道，而这种接触反过来又与

政治参与相关，无意接触到在线新闻的可能性在一定程

度上会影响公民的政治参与模式。[27]有研究发现，借助

社交媒体的弱关系，各种政治信息有机会触及那些不曾

参与政治活动的人，当他们在社交媒体上遇到他们认识

或信任的其他用户时，他们可能会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处

理这些信息，这种方式有别于他们处理来自大众媒体等

非个人信源获得的信息。[28]还有学者通过调查在Twitter

上讨论2013年大选的意大利人，发现他们通过社交媒体

获得的政治信息越多，在这些平台上表达的政治观点越

多，他们也越有可能参与要求更高的网络政治活动，如

积极地为某个政党或候选人拉票。[29]一项非常著名的研

究也为无意接触的动员作用提供了极具说明性的例子：

在2010年美国中期选举当天对Facebook用户进行的一项

实验中，他们发现，接触那些表明朋友和熟人已经投票

的帖子会对投票率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即使Facebook

用户没有主动地寻求有关选举的信息，在社交媒体上无

意接触到的新闻推送也会将社会线索信息灌输到受众的

意识中，甚至对一些受众的行为产生刺激作用，最终激

励他们投票。[30]

互联网对新闻的曝光在增加公民对政治的了解方面

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正如许多学者所证明的那样，社

交媒体的使用可以对政治参与产生积极的影响，这一事

实突出了无意新闻接触的重要性。

四、新闻选择的类型划分

根据前文的文献梳理和研究发现，本文总结出八种

新闻选择的情景。这八种情景代表了不同的新闻媒体环

境、新闻选择类型、受众对待新闻的方式，有助于帮助

学者和业界从业者总结受众类型，针对受众选择合适的

传播策略。

1. 新闻选择的八种情景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媒介环境与受众选择之间的关

系，本文列举了高、低选择性媒体环境与新闻回避和接

触的组合情景。媒体环境分为高选择性媒体环境和低选

择性媒体环境两种；在受众对待新闻的方式上分为新闻

回避和新闻接触两种，它们又分别可以细分为有意的和

无意的。这样一来，三个维度的交叉组合形成了八种情景

（见下页表1）。

其中，高选择性媒体环境的新闻接触有四种，分

别是情景1“有意的新闻回避”、情景2“无意的新闻回

避”、情景3“有意的新闻接触”、情景4“无意的新闻

接触”。低选择性媒体环境的新闻接触同样有四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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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高、低选择性媒体环境与新闻回避和接触的组合情景

高选择性
媒体环境

低选择性
媒体环境

新闻与受众的关系

新闻回避
有意的 情景1 情景5 “我躲着新闻”
无意的 情景2 情景6 “新闻躲着我”

新闻接触
有意的 情景3 情景7 “我找到新闻”
无意的 情景4 情景8 “新闻找到我”

别是情景5“有意的新闻回避”、情景6“无意的新闻回

避”、情景7“有意的新闻接触”、情景8“无意的新闻

接触”。

从新闻与受众的关系来看，情景1和情景5可以描述

为“我躲着新闻”，即受众故意躲避或忽视新闻；情景2

和情景6可以描述为“新闻躲着我”，即新闻没有触及潜

在的目标群体或吸引到受众；情景3和情景7可以描述为

“我找到新闻”，即受众主动寻求新闻；情景4和情景8

可以描述为“新闻找到我”，即近年来国外传播学者广

泛探讨的“news find me”，新闻触及了无意的受众。

2. 情景跨越的可能性分析

新闻选择的情景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受到具体

的时间、地点和传播情景的影响，新媒体的蓬勃发展

让受众从低选择性媒体环境逐步过渡到高选择性媒体环

境，传播学者的研究焦点也从情景5—8转移到情景1—

4。其中，良好的新闻接触是新闻媒体和工作者的奋斗目

标，即表1中的情景3“有意的新闻接触”和情景4“无意

的新闻接触”。情景3与情景4的区别在于受众的主观动

机，情景3的受众根据自身需求和兴趣爱好，在使用与满

足理论的驱动下，主动进行新闻阅读；相较之下，情景

4的受众的自我驱动力较弱，需要增加来自外部环境的

激励。

笔者认为，从情景2到情景4，将受众无意的回避转

向无意的接触，可以实现“新闻躲着我”到“新闻找到

我”。适当的助推可以提高无意的回避者转化成无意的

受众的潜在可能性。社交媒体或许可以成为这一关系转

变的发生地。有学者评估了社交媒体上偶然接触政治信

息对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公民在线政治参与的影响，该

研究发现，无意的信息接触与受众的在线参与行为呈显著

正相关，虽然受众自身对政治兴趣起到了调节作用。[31]这

一研究表明，社交媒体上无意的新闻接触可能会缩小对

政治感兴趣的公民和不感兴趣的公民之间的参与差距。

通过将社交媒体上的新闻和娱乐信息合理编排在一起，

优化能提供公共服务的算法，改变媒体系统中新闻消费

的结构，提供有利于偶然接触新闻的环境或许是一种可

行的方案。

五、助推：从无意的回避转向无意的接触

在划分八种新闻选择情景的基础上，我们针对高选

择媒体环境的特点提出几点建议，以更好地帮助媒体进

行新闻生产和分发，实现受众从无意的回避转向无意的

接触的目标。

1. 巧用娱乐，催生无意的接触

近几年来，不经意间在社交媒体上阅读新闻的人数

有所增加，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社交媒体已成为无

意的接触的重要场所之一。社交媒体上无意的新闻阅读

是如何发生的？有学者通过对阿根廷受众的深度访谈发

现，技术和内容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社交媒体已成为一

种随时随地的存在，许多受访者表示，他们经常通过手

机阅读新闻，这个社交媒体的副产品已成为他们信息消

费的习惯，虽然这种阅读模式是零碎的，且新闻内容经过

了编辑、算法和社交网络的过滤，是缺乏层次的。[32]

高选择性媒体环境下，社交媒体的娱乐属性进一步

突出，这种娱乐性也波及新闻的内容生产和叙事风格。

在一定程度上，新闻的边界在慢慢泛化。抖音、快手等

短视频平台在为受众提供消遣娱乐的同时，也日益成长

为受众获取日常新闻的重要场所。这种新闻的娱乐性并

非一定会带来消极后果，在培养无意的新闻受众方面也

会带来积极影响。丹麦的一项研究发现，将音乐选秀节

目安排在主要公共服务频道的新闻播出之前或之后，极

大地增加了新闻的受众，这种娱乐的抓取和包裹效应在

年轻人和对新闻不感兴趣的人群中尤为强烈，且随着时

间的推移，这种效应会变得更强。[33]这表明，在当今高

选择性媒体环境中，虽然各种娱乐节目与新闻的竞争日

益激烈，但娱乐节目会为新闻的传播创造一个有利的机

会，催生大量无意的新闻受众。

2. 优化算法，助力无意的接触

算法分发被广泛地应用在当今的社交媒体。有学者

总结了四种算法机制下的信息接触类型：个人自行设

计自己的信息环境，实现尼葛洛庞帝所预言的“我的日

报”；实现从传播者直接到达受众的信息的“一级传

播”；Google和Facebook等互联网巨头的算法分发，将

信息过滤后再传播给受众，即“过滤气泡效应”；通过

数字媒体网络上的信息共享，实现经由意见领袖节点的

“两级传播”的复兴。[34]虽然学界对于社交媒体上受众

的信息接触类型存在较大争议，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那就是算法使得受众的信息接触总量持续增加，无论是

何种类型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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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是一把双刃剑。在高选择性的媒体环境下无意

的新闻回避中，通过偏好和算法内容选择之间的相互

强化过程，算法可能会导致受众无意的回避新闻。受众

会更容易寻找符合自己娱乐偏好的媒体内容，因为借助

于算法推荐不断寻找娱乐内容不需要花费太多精力。但

在无意的新闻接触中，假如算法带有一定的公共服务形

式与随机性，那么当新闻进入受众的算法推荐队列的时

候，受众也会更容易接触到新闻，而这些受众最初并非

为了新闻才使用这一算法平台提供的服务的。在高选择

性的媒体环境中，合理的优化算法，可以实现从无意的

回避转向无意的接触，供应的增加和获取的便利也将带

来比之前的大众媒体环境更多样化的新闻使用和更多的

参与。[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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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Jing-hong, ZHANG Ru-kun（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controversy of "whether news in a highly selective media environment is easier to avoid or 
easier to access",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sorting out the types of "news choice" and "media environment," extracts the 
"expansion of knowledge gap" and "all-people reading", representative viewpoints of the two factions. According to the 
criteria of media environment (high selective media environment vs. low selective media environment), news reading 
situation (news avoidance vs. news contact), and audience's subjective intention (intentional contact vs. unintentional 
contact), eight combined scenarios were summarized. It has found that the news choices in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are manifested as four kinds of relations between communicators and audiences: "I hide from the news" "news hides from 
me" "I find the news" and "news finds me". "News finds me" is the trend in recent years, which means that the news of 
the audience contact may be a by-product of social media. We recommend rationally arranging entertainment and news 
information on social media, optimizing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s, changing the structure of news consumption in the 
media system, and promoting audiences from "unintentional avoidance" to "unintentional contact" to realize "news finds 
me".
Key words: high-choice media environment; "news finds me"; news exposure; inadvertent audience

"News Finds Me": Boosting Readers' News Exposure in a High-Choice 
Media Environment


